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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学重建的话语叙事
———以４０位社会学人的生命历程为例

周 晓 虹

摘　要：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与改革开放的同步，为我们提供了通过社会学家个

人生命历程回顾当代社会进步的独特视角。重建之后的这一代中国社会学人大多都

有过下乡、做工或当兵的经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在接触社会学之前就以某种

非学科化的方式完成了从事经验研究的最初 “启蒙”。对城乡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了

解及由此生成的共情，加之以多元杂糅的方式完成的学术训练，使他们能够比较顺

利地进入被研究者的生活世界。他们以自己独特的职业身份投身改革开放，直面现

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问题和挑战，同时以自己的想象力、经验研究和理论创见做出

相应的话语回应；而社会转型和文化自觉，也为创建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提供了主

客观基础。在这４０年中，他们的生命历程与集体经历影响了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生

产，既赋予他们呼应中国现实的学术活力，也留下了有待精细化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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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间，因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需要，１９５３年被取消的社会学等学科也按照邓小平同志 “需要赶快补课”① 的建

议得以恢复。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与改革开放的同步，为我们提供了通过社会学家个

人生命历程回顾中国社会当代进步的独特视角。在过往的研究中，我们通过对４０位

社会学家口述历史的收集与分析，提出了将 “个人生命史研究带回社会学史”的主

张，②并由此呈现了在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过程中，中国社会的变迁与进步在何种程度

上重塑了社会学人的个人生涯，进而影响到他们的知识构成和学术实践。其实，通

过 “回溯个人生涯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与历 史 以 及 这 两 者 在 某 一 社 会 中 的 镶 嵌 交 织”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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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造社会学想象力，并由此理解人与时代的互嵌互构关系还有一条路径，那就是反

过来考察研究者如何投身历史之中，回应时代挑战，并以自己的方式参与某一学科

乃至整个社会的话语实践。这一路径不仅能够揭示社会科学研究对现实的社会生活

实践的依赖关系，而且能够表明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或社会转型对提升包括社会科

学创新和主体性确立在内的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重要意义。

一、社会变迁、生命历程与集体记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开启的 “改革开放”，是 “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①这场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中国生产力

相对落后的状况，实现了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推进了中华民族从

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与此同时，这场伟大的变革也推动了中国社会向现代化的快速迈进。这场规模

巨大的社会变迁，在充分改善中国人民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也使他们的个人机遇

和生命历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可以说，任何个人、任何群体或任何一代人在

这些年中的经历或变化，都可以成为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历程的写实性注脚。社会学

家格伦·埃尔德 （Ｇｌｅｎ　Ｈ．Ｅｌｄｅｒ）在研究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整整一代美国

人的影响时提出，那些因为重大危机和变化而产生的全民共有的集体经历，具备了

从总体上理解２０世纪三四 十 年 代 美 国 历 史 的 解 释 力 度。由 此，埃 尔 德 将 “生 命 历

程”解释为 “一种由社会界定的并带有同龄标志的事件和角色模式，它受到文化和

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②倘若如此，在改革开放的４０余年里，中国人民因历史转折

和民族振兴而产生的共享性集体经历，同样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场社会变革

的意义和性质。为此我们能够相信：“一旦形色各异的人的生活经验能够作为原始素

材来使用，历史就会被赋予一种崭新的维度”。③

基于上述 认 识，２０１９年，在 中 国 社 会 学 重 建４０周 年 这 一 重 要 时 间 节 点 上，

我们开启了对４０位社会学家的口述史访谈，以期能从学者们的生命历程及交织其

间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一方面 追 溯 他 们 的 问 题 意 识 与 学 术 实 践 在 何 种 程 度 上 受 到

大变革时代的影响与形塑；另 一 方 面，借 助 他 们 的 集 体 记 忆 从 一 个 侧 面 记 录 与 理

解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及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历程。大体上，这４０位社会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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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涉 及 参 与 中 国 社 会 学 重 建 的 “境 外 兵 团”的５位 学 者；第

二类包括３０位内 地 社 会 学 家，除 少 数 几 位 “文 革”前 或 “文 革”中 上 大 学 的 以

外，其余基本上都是在１９７７—１９８０年间恢复高考后的最初几年考入大学的；第三

类的５位学者大学前后的经 历 与 大 多 数 第 二 类 学 者 相 似，不 同 的 是 他 们 大 学 毕 业

出国留学后在美国获得教 职，但 却 一 直 以 各 种 “反 哺”方 式 参 与 中 国 社 会 学 的 重

建。遗憾的是，因为岁月的流逝，当年受中央委托领衔主持社会学重建的费孝通，

以及参与重建的吴文藻、雷 洁 琼、林 耀 华、王 康、袁 方、陆 学 艺、郑 杭 生 及 来 自

台湾地区的社会心理学家杨 国 枢 等 已 先 后 离 世，我 们 只 能 通 过 他 们 的 学 生 或 同 事

叙述了解其生命历程与学 术 实 践。与 此 相 似 的 还 有 在 最 初 的 重 建 过 程 中，来 中 国

内地帮助重建社会学的海 外 学 人，包 括 美 籍 华 人 社 会 学 家 杨 庆 堃，美 国 社 会 学 家

彼得·布劳 （Ｐｅｔｅｒ　Ｍ．Ｂｌａｕ）、阿历克斯·英格尔斯 （Ａｌｅｘ　Ｉｎｋｅｌｅｓ）、赫伯特·海

曼 （Ｈｅｂｅｒｔ　Ｈｙｍａｎ），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罗马尼亚社会学家米哈伊洛·波波

维奇 （Ｍｉｈａｊｌｏ　Ｐｏｐｏｖｉｃ）等人。他们的努力和奉献不仅使得重建伊始的中国社会学

能够很快对接国际社会学的发展，而且也为不同国家与民众间的文化交流与相互理

解作出了贡献。

在上述４０位社会学人中，除了第一类在港台地区长大的５位学者，以及第二

类中的苏驼、沙莲香和苏国勋，余下３２位学者在青少年时代都有十分近似的生命

历程和个人体验。他们在以不 甚 正 规 的 方 式 完 成 中 学 教 育 后，除 了 更 年 轻 的 几 位

一毕业就幸运地遇上恢复高考，其余绝大多数都径直走向社会：有４位当工人、２
位当兵、２位当中小学教师，其余近２０位 则 在 全 国 各 地 下 乡 或 回 乡 务 农。考 虑 到

“上山下乡”一度曾是改革开放前年轻一代的主要职业选择，上述学者即使没有下

乡，也因父母务农或当时频繁开 展 的 “学 农”活 动，对 农 村 生 活 比 较 熟 悉，我 们

可以称其为 “知青”社会学家。同费孝通、杨庆堃等１９４９年前便投身社会学的第

一代学人，以及１９４９—１９７９年间从 港 台 地 区 去 欧 美 留 学、１９７９年 后 帮 助 大 陆 社

会学重建的金耀基、林南、李沛 良、杨 中 芳、叶 启 政 等 第 二 代 学 人 相 比，在 时 间

序列上作为第三代学 人 的 “知 青”社 会 学 家，虽 然 因 “文 革”的 爆 发 耽 误 了 继 续

受教育的时机，但一般都对包括农村及工厂在内的基层社会有着广泛了解。

就本项研究而言，我们之所以在 中 国 社 会 学 重 建４０周 年 之 际，采 集４０位 社

会学家的口述史料，是因为希 望 能 够 借 助 这 些 口 述 史 料 还 原 这 一 学 术 共 同 体 的 集

体记忆，进而还原这些鲜活的 个 体 与 整 个 时 代 和 社 会 的 交 融 与 互 构。口 述 史 的 方

法虽正 式 形 成 于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后，直 接 得 益 于１９４８年 阿 兰·内 文 斯 （Ａｌｌａｎ
Ｎｅｖｉｎｓ）在哥伦比亚 大 学 的 尝 试 和 英 国 社 会 史 学 派 倡 导 的 “自 下 而 上”看 历 史 的

努力，但事实上早于内文 斯 近 百 年，恩 格 斯 就 在 《英 国 工 人 阶 级 状 况》中 使 用 过

口述材料。此外，“在他们更为直接的政治著述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依赖自己的

直接经验的同时，也常常实质 性 地 使 用 来 自 他 们 无 以 计 数 的 通 信 者 和 访 问 者 的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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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和口 头 报 告”。①随 后，欧 洲 最 早 的 一 批 经 验 社 会 研 究 者，如 查 尔 斯·布 思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ｏｏｔｈ）在贫困研究、勒·普莱 （Ｌｅ　Ｐｌａｙ）在欧洲工人阶级研究中，也都

娴熟地使用了访谈及口述资料。当然，对社会学家来说，对口述史料的重视与对由

此体现的集体记忆的关注相关，而这与涂尔干的社会学传统尤其是哈布瓦赫对集体

记忆研究的倡导联系密切。

哈布瓦赫证实，飘逝的过去之所以能够重返人们的记忆，与他们对这一历史的

谈论休戚相关。但这种谈论的社会学意义在于，它不仅要在经历了共同历史事件并

因此具有共同思维方式、生活态度和情感表现的同代人中才能顺利进行，而且在谈

论中呈现的集体记忆从根本上说是依据当下来对过去的历史进行重构的。这意味着，

一方面，口述史及 “口头传统……在 某 种 程 度 上 是 事 件 本 身 的 真 实 再 现”；另 一 方

面，这种 “重建过去的意向在每个时代，都是与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的”，② 其重

建有赖于在群体尤其是命运共同体的过往历史中形成的集体记忆的框架。

正因如此，罗伯特·贝拉等人认为，“可以将一个真正的共同体称为 ‘记忆共同

体’……为了不忘记过去，一个共同体就必须不断地诉说自己的故事，诉说它的构

成性叙事；在诉说过程中，它们提供了许多体现和印证共同体意义的典范性的男男

女女。这些关于集体历史和典范个体的故事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传统则是一

个记忆共同体的核心所在”。③具体到本文重点论述的社会学重建后的 “知青”社会

学家或第三代学人，在过往的４０年中，他们也常常谈起自己的老师和学科、自己的

职业生涯，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大变革时代的命运转折和生命轨迹、决定自己命运的

人与事，以及因参与其间而获得意义感和集体认同的那些重要历史事件。许多人都

会将学科重建过程中的具体事件和时间节点视为自己生命历程的某种表征。当然，

能够想象的是，基于生命时长的限制和人生体验丰满度的考量，社会学重建４０年以

及将来的第５０年，都会是他们叙述欲望最强烈的时点，中国社会也恰在这个时段发

生了迈向现代化的重大转变。

二、从底层体验到学科训练

１９４４年，曾在费孝通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时起过 “扭转方向盘的第一手”作用的

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思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Ｆｉｒｔｈ），在为 《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

研究》撰写 “序言”时，点明 “林耀华们”的成功在于 “他们作为身临其境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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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从童年起就熟悉自己叙述的场景，而且精通现 代 社 会 科 学 的 方 法”。①几 十 年 后，

费孝通回顾中 国 社 会 学 重 建 之 路 时，用 相 似 的 口 吻 以 罗 伯 特·帕 克 （Ｒｏｂｅｒｔ　Ｅｚｒａ

Ｐａｒｋ）为例说：“成为一个社会学家……重要的有两点，一是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去，

二是会读书。”② 如前者指研究者要了解社会或具有 “底层体验”，后者则可以理解为

受过学术训练。如果说因时代之故，重建后的 “知青”学人所受的训练从整体上说可

能不如他们的前辈，但他们的底层体验及因此获得的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却并不逊色。

１．从丰富的底层体验获得职业意义

就社会学的学科性质而言，其职业意义一开始就与底层体验或与对普通民众的

关注休戚相关。不仅社会学创始人孔德一直致力于在 “巴黎工人”中寻觅 “知音”，

他们 “构成了 （他的）听众中具有重要意义的部分”，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致力于教

育和唤醒无产阶级，将改变他们的生活境遇与历史命运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目标。

１８９２年芝加哥大学建立社会学系时，首先关注的议题也来自因急速工业化和城市化

带来的移民、贫困 和 劳 工 等 一 系 列 底 层 社 会 问 题。２０世 纪 初 社 会 学 进 入 中 国 后 不

久，美国传教士约翰·步济时 （Ｊｏｈｎ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Ｂｕｒｇｅｓｓ）与陶孟和就携手开展了北平

人力车夫调查 （１９１４）；随后出现了堪与美国春田 （Ｓｐｒ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调查相媲美，涉

及历史、地理、人口尤其是底层民众生活的北京调查 （１９１８）。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

随着留学欧美的第一代社会学人陆续回国，一系列有关城乡社会和普通民众的研究

也相继推开。这场全新的社会学知识变革除了提倡思想启蒙外，也体现出 “目光向

下，关注平民生活，以 ‘到民间去’的口号为标志”的特征。④而恰在此时，来燕京

大学授课的罗伯特·帕克通过将费孝通等人带到贫民窟、杂耍人聚集的天桥，更是

使他们 “懂得了只有走出图书馆，进入社会，才能发现真理”。⑤

如果说大多出身于士绅阶层家庭的第一代社会学家的底层经验，除幼时懵懂的

乡村体验外，主要来自投身社会学研究后为改造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而进行的社会调

查和田野实践———费孝通主持的 “魁阁”研究和陈达领导的清华大学国情调查即使

在艰难的抗战时期也没有中断；那么１９７９年后从事社会学研究的第三代学人的底层

生活经验，则来自他们青少年时期便投身其中的 “上山下乡”运动或做工、当兵的

经历。１９６６年后，因高考取消，大多数年轻人都未能完整地接受正规的中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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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序

言”，第６页。
费孝通：《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０年第１期。
参见 Ｌｅｗｉｓ　Ａ．Ｃｏｓｅｒ，Ｍａｓ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ｄｅａ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Ｒａｗａｔ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１，ｐ．３８．
参见阎明：《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第６０页。
大卫·阿古什：《费孝通传》，董天民译，北京：时事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２９页。



更不要说大学教育。他们在高中毕业后或未曾毕业就奔赴各地农村、或插队落户或

回乡务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只有极少数人留在城市。第三代社会学人的

大多数也不例外，但在参加劳动锻炼、“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同时，却意外获得

了后来对其职业生涯有所助益的对 “中国农村的基层生活现实”的理解 （边燕杰，

９９３），①以及与普通民众的共情能力。许多亲历者说，“农村的大多数农活我都干过”
（王思斌，７３５；李强，３６８；马戎，５０４），迄今 “手上的茧子还在”（边燕杰，９９１）。

其实，即 便 是 当 工 人，也 大 多 做 过 基 建 挖 掘、翻 砂 或 扛 大 包 等 苦 活 累 活 （邴 正，

１７８；赵鼎新，１０４９；谢立中，７６５）；在军队的或上了雪域高原 （张静，８４７）、或在

消防队冒着生命危险救火 （李培林，３３２）。即使几位因当时年岁较小而未工作的社

会学人，也大多自小就跟着父母开始干农活 （邱泽奇，５５９）。

１９４３年，毛泽东同志在边区招待劳动英雄的大会上，号召党员尤其是年轻党员

“经风雨，见世面”。②１９６８年后，当１０００多万知识青年从相对舒适的城市和单纯的

学校来到贫穷的农村及同样 艰 苦 的 工 厂 和 兵 营 时，他 们 在 “苦 其 心 志，劳 其 筋 骨”

的同时，也见了世面：对中国的国情及民众生活有了不同程度的了解，并迅速成熟

起来。在访问中许多人都说： “有快乐的童年，没有经历 （青）少年阶段，直接成

年”（谢寿光，７９１），他们中有许多人下乡担任了生产大队的党团支部书记、大小队

长。改革开放后，翻砂工赵鼎新考进复旦大学，接着考进中国科学院读研究生，再

后来去加拿大先后拿下生物学和社会学博士学位，并成为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他曾

与以研究时间性擅长的同事安德鲁·阿伯特 （Ａｎｄｒｅｗ　Ａｂｂｏｔｔ）调侃：“你的年龄就

是你的生理年龄，而我已经５００岁了！”（赵鼎新，１０４８）确实，他从５岁跟随父母

从上海到银川 “支内”，到 “文革”期间当翻砂工，再到改革开放后上大学、出国留

学、执教海外，进而回国参与社会学重建……这一代社会学人在几十年中，以浓缩

的方式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也使他们的人生体验极其丰满。如果比较的话，

大概只有经历过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大萧条、法西斯的暴虐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

战后一代社会学家的生命历程能够与其相媲美。③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经历了底层生

活的艰难，也以各自的方式书写、反映了各自国家的民众生活与时代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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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文所用口述 资 料 来 自 周 晓 虹 主 编： 《重 建 中 国 社 会 学———４０位 社 会 学 家 口 述 实 录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上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１年。为简洁起见，文中都只标明

亲历者和出现在书中的页码。因上下两卷页码连排的缘故，本文也不再标明卷次。如

本注释中，（边燕杰，９９３）即代表口述人边燕杰，引文内容出现在该书第９９３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９３３页。
比如，在中国社会学最初的重建中作出贡献的彼得·布劳，年轻时坐过纳粹监狱、在

法国波尔多被迫榨过葡萄酒，历尽艰辛逃到美国侥幸进入大学，毕业即参加二战，战

后才得以继续深造。同样来自犹太家庭的丹尼尔·贝尔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ｅｌｌ），出生后不久父

亲便去世，只能栖身纽约的孤儿院，底层生活的艰辛使其从少年时代便对马克思的学

说和社会主义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２．土洋结合与多元杂糅的学术训练

与他们丰富的底层社会经历相比，“知青”社会学人所受的学术训练堪称土洋结

合、多元杂糅。土洋结合，是指他们最初的学术训练常常来自生活实践、日常阅读

和社会学重建后各种不同形式的短训班、专业速成班，但后期则越来越正规，从在

国内大学接受研究生训练、海外访学直至在海外一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多元杂糅，

则是指他们知识来源的多样性，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庞杂的西方社会学理论直

至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在其成长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上山下乡”的经历，对那些中断学业甚至长达５—１０年的学人来说，自然是巨

大的人生代价，但命运的挑战却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为他们后来形成社会学想象力提

供了某种机缘。比如，当年生产队长曾将珍藏多年的土改时的地契偷偷给边燕杰看，

使他理解了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所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

他就 “断定农村改革会成功”（边燕杰，９９１）。再比如，周雪光也说，“在农村和乡

镇政府做田野，基层干部和农民说的很多事情我一听都能明白” （周雪光，１１２７）；

而关信平则笃信：“做多少次调查都不如 （在农村）待过的两年” （关信平，２２８），

这多少说明 “具有最令人难忘影响的事件和变化都发生在同代人的青春期和成年早

期”。①有意思的是，这一代人丰富的人生体验后来竟对他们美国老师的课堂教学形

成过巨大压力。以中国研究擅长的魏昂德 （Ａｎｄｒｅｗ　Ｗａｌｄｅｒ）就曾坦言，２０多年前

他在斯坦福教中国学生的中国社会相关课程时忐忑不安。为什么？坐在台下那帮中

国学生，任何一个人站起来讲一段中国，就足以让他下不了台 （邱泽奇，５８９）。

当然，单有体验及因相似体验形成的共情，还不足以产生抽象反思和理论提升

的能力。社会学人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生活的解释者，还与他们所受的学术训练有

关。不过，在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中，第三代学人的学术训练却异常庞杂。他们既受

益于１９７８年的 “真 理 标 准 问 题”大 讨 论，在 接 踵 而 至 的 “文 化 热”和 “西 学 热”

中，也都接触甚至迷恋过各种西方理论思潮。不过，他们最早的思考能力或如马克

思所言 “批判的武器”，却基本上是在下乡或做工时通过阅读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毛泽东

所提倡的 《共产党宣言》等马列原著获得的。这一代学人中的多数都有在田间地头

或轰鸣的车间苦读对年纪青涩的他们而言近乎天书的马列原著的经历。除了暗底下

流行的 “文革”前的小说或 “手抄本”及 各 类 “皮 书” （内 部 读 本） （沈 原，６２９）

外，可读的书不多，有 《鲁迅全集》（李培林，３３０），也有反映农村合作化的 《虹南

作战史》（周雪光，１１１６）。还有许多人因阅读过父母配发的理论书籍，担任了农村

“政治夜校”校长 （边燕杰，９９２）、参加过 “工人理论”小组 （李路路，３０６）或辅

导过工人阅读 《毛泽东选集》（刘林平，４１７）。对理论的兴趣不仅使得他们中的许多

人在参加高考时选择哲学、经济学或国际政治专业，而且影响到其后的学术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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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重建后，这一代人趁改革开放大势，以不同的方式先后进入这个刚刚恢

复的专业。从各种专业进入社会学，除了一些偶然的机遇外，多数人都希望能够通

过社会学 “直面真实社会”（蔡禾，２０６），解决城乡社会许多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

进一步，“以专业领域为背景”，实现对在基层社会获得的 “经验事实”的学术或理

论转化能力 （边燕杰，１０１４）。按照费孝通擘画出的 “五脏六腑”之蓝图 （包智明，

１５２），①中国社会学会等机构在杨庆堃等海外学人的帮助下，举办了一系列短训班和

专业班，其中最重要的是１９８０—１９８３年连续四年在北京、武汉和上海三地举办的四

届讲习班 （李沛良，４８—４９；雷洪，２８６），以及在南开大学举办的社会学专业 （修）

班 （苏驼，７１６）。讲习班时间短、人员背景不一，而专业班不但时长一年，且除旁

听生外，正式学员是来自教育部直属高校四年级的４３位７７级本科生，这批人及后

来南开大学的几届研究生，无 论 出 国 还 是 留 在 国 内，大 多 都 继 续 从 事 社 会 学 研 究，

并因此为南开大学赢得了社会学重建之 “黄埔军校”的美誉。

南开大学在这４３人毕业后，率先举办了连续几年内都异常火爆的研究生班。很

快，费孝通、雷洁琼、袁方等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杨庆堃

及李沛良等人在中山大学 （蔡禾，２０７）开展了研究生教育。在国内的学科训练逐步

走上正轨的同时，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一批青年学人也在前辈的推荐下考入海外

一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课堂教学和攻读学位之外，包括导师的言传身教、学子或

学术共同体间的互动以及课后的阅读都进一步推进了专业训练。比如，南开大学的学

生会提及费孝通、布劳、林南、英格尔斯及富永健一的教诲 （彭华民，５３６；宋林飞，

６５５；张文宏，９１１）；８７岁高龄的费孝通在邱泽奇１９９７年赴新加坡访学时，竟一字不错

地抄写了三百余字的黄景仁 《太白墓》相赠，以 “应是鸿蒙借君手”做鼓励，希望弟子

不负时代之托 （邱泽奇，５７５）。能够娴熟地做定量研究的刘林平，其方法的训练完全来

自与谢宇、梁在和边燕杰这些 “捷足先登”的同龄人的交流 （刘林平，４３５）；而国政系

毕业生李强的社会学基础则源于读研时频繁 “来往于人大和北图之间”（李强，３７１）的

阅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完成了各自独特而多元的学术训练。

三、改革开放：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１９７８年后，当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在新时代里铺展之际，实现现代化成为国家

话语体系的最强音，而改革和开放也自然成为这一话语体系的表征双翼。这样的背

景加上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性质，使其重建伊始便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其土壤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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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费孝通的比拟中， “五 脏”是 指 一 门 学 科 必 备 的 五 个 结 构，包 括 学 会、研 究 所、学

系、图书资料中心、书刊出版部；“六腑”则是指六门基础课程：社会学概论、社会调

查方法、社会心理 学、城 乡 社 会 学、比 较 社 会 学 （社 会 人 类 学）和 西 方 社 会 学 理 论

（参见 《费孝通文集》第８卷，北京：群言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８７页）。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多方面的复杂繁重的任务”，①有大量的现实问题需要研究。

为此，费孝通在第一届讲习班开场讲演中，就强调要建设 “为现代化服务的社会学”

（苏国勋，６９１），并以 其 一 贯 提 倡 的 实 践 性 赋 予 其 鲜 明 的 “问 题 导 向” （李 培 林，

３５１；邱泽奇，５８９）。此后，因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实现腾飞的艰 巨 性 和 复 杂

性，在旧问题化解之时又不断有新问题浮现出来，为这门学科 “提供了巨大的活动

舞台，几乎有无数的课题要做” （李路路，３０１）。相比而言，即使发达国家的社会

学，也 “很少有像中国社会学这样这么广泛地参与各种发展中的社会问题的解决，

并产生这么大的社会影响”（李培林，３５２）。如果说，“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

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② 那么在随后４０年里，社会学人的学术探索

和话语实践，也以实现现代化为宗旨、沿改革和开放之两翼铺陈开来。

首先，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一开始就集中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及与此

相关的社会转型实践之上。

社会学甫一重建，费孝通就接续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传统，倡导社会学人 “在自

己的学术领域里开展对我国的现代化能有所贡献的研究”。③ 金耀基和李沛良等人以

香港中文 大 学 为 枢 纽，开 始 谋 划、联 络 大 陆 与 台 湾、香 港 地 区 的 社 会 科 学 家，于

１９８３年举办了首届 “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并在此后２０年内连续召开八届。

金耀基深信，社会学是一门因现代性而生的学科，“在对整个社会的现代化上应有当

仁不让的贡献”（金耀基，２４）；并强调 “每一个忠于中国的传统与将来的人都应该

参与到中国现代化的伟大行列中来”。④在此背景下，在改革成为现代化推手的同时，

开放则成了向发达国家学习的重要路径。反映在社会学研究中，与现代化相关的发

展社会学成为重建之初最热门的领域。⑤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在十多年后便取得了巨大进步，尤其

是与西方甚至苏东国家都不同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结构转型相交织的 “双螺旋”

式变迁模式，旋即引起了社会学人的关注与阐释。人们注意到，就经济发展的动力

而言，除了国家干预的有形之手和市场调节的无形之手，还有第三只手———社会结

构的转型。⑥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几乎浓缩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重大变革，超越了常

规的社会变迁，具有文明转折的意涵。⑦此后，有关社会转型的各种理论与经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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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８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２８９—２９０页。
《费孝通文集》第７卷，北京：群言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８８页。
金耀基：《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２８页。
参见张静：《迟发展效果与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０年第３期；孙立平：
《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剖析》，《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１年第２期。
参见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２年第５期。
参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蜂拥迭出，尤其是市场转型和包括中产阶层增长在内的阶层结构的转型，更是成为

中国社会学的热点议题。①尤为重要的是，经过４０多年的努力，在现代化进程中世

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创造出 “奇 迹”的 同 时，作 为 “亲 历 者 又 是 研 究 者” （邴 正，

１９４；边燕杰，１０１４）的中国社会学人也逐渐意识到，这一在发展理念、动力、优势

与约束方面都与西方迥然不同的中国式现代化经验或转型逻辑，应该也能够转变为

理论资源，为构建新发展社会学奠立基础。②

其次，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以城乡社会调查与研究为切入点，使得社会

学的学术研究几近成为一场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富民实践。

１９９０年，费孝通在谈及自己一生的志向时，重申 “志在富民”。他说自己之所

以放弃学医，就 是 因 为 “自 觉 地 认 识 到 ‘为 万 民 造 福’比 ‘为 个 人 治 病’更 有 意

义”。③其一源于传统中国的 “经世致用”思想，其 二 赖 于 社 会 学 的 经 验 研 究 性 质，

其三归于实现现代化的改革开放推动，费孝通的情怀在社会学重建过程中也十分自

然地催生了后辈学人的学术信仰。正因为笃信 “学术追求和富民情怀 （应）是毕生

志趣”（李培林，３５５），从巴黎归来的李培林才会遵陆学艺嘱，去山东陵县农村蹲点

调查一年；多年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做农民工研究的刘林平才会感叹：“出入会场，不

如进入工厂”（刘林平，４１４）。纵观视之，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的问题意识，确实始

终围绕着城乡社会的富民实践。

几乎在社会学重建伊始，费孝通便沿着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 “江村”与花篮瑶的

尝试，续写他一生中的两篇 “文章”：一篇是 “农村”，一篇是 “民族”。在农村研究

中，改革开放之初在山东陵县挂职、“实践的感觉特别好”（李培林，３４６）的陆学艺

就通过为 “包产到户”正名，参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鼓与呼。社会学重建之

后，一批 “知青”社会学人追随费孝通以 “江村五十年变迁”为题开启了开弦弓村再

调查 （李友梅，３９０—３９１），并随后协同陆学艺组织了 “百县 （市）调查”和 “百村

调查”（谢寿光，８０４—８０６）。由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农村人口的规模尤其是其后发生

的大规模变迁，“三农”研究一直是中国社会学的基本主题，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议

题也多有不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集中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研

究，叙述了 “离土不离乡”和 “离土又离乡”两种转移模式；④８０年代中期起着眼于

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发展，强调乡镇企业加上集市 贸 易 是 小 城 镇 发 展 的 两 大 支 柱；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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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参见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年；沈原：
《市场、阶级与社会：转型社会学的关键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参见李培林：《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发展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１年第１２期；吴

忠民：《论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２年第７期。
《费孝通文集》第１２卷，北京：群言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４３页。
参见宋林飞：《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及其出路》，《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２年第５期。
参见马戎：《小城镇的发展与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０年第４期。



９０年代中期起聚焦于 “外出打工”、流动人口和农民工的城市适应；①而及至今日，

视野则紧随变迁甚至转向农民和农村对 “数字社会”的特殊回应方式。②与此同时，

社会学人还将目光回溯到改革开放前的人民公社，并对包括华西村在内的 “典型村

落”在转型背景下的 “整合—分化—再整合”逻辑做出了生动的呈现。③

虽然中国社会学人的富民实践及学术话语，主要集中于乡土中国及其变迁，但

也并未忽视城市及其工业社区。魏昂德所做的工厂研究就既令中国社会学人 “很震

撼”（蔡禾，２１４），也使他们产生疑问，并由疑问发现了潜藏在所有制背后的深层逻

辑。④几乎一开始，无论是国有企业的转型或改制，还是乡镇企业的兴起，都很快落

入了研究的视野之中。１９９２年，在费孝通的指导下，邱泽奇的博士论文讨论甘肃白

银市两家国营企业面临危机的改制及其出现的 “寻租”问题 （邱泽奇，５７３）；而乡

镇企 业 研 究 也 在 费 孝 通 和 陆 学 艺 两 个 团 队 里 拉 开 序 幕 （李 培 林，３４７；刘 世 定，

４９１）。随后，以城市社区及新兴的中产阶层为关注点的城市社会学也兴盛起来，中

国城市独特的开发体制和运行机制以及市民的动迁体验成为新的研究主题。⑤

再次，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在完成阶段性的富民实践后，配合国家治理

能力的提升开始着力研究现代国家的社会建设与运作机制。

早在２１世纪初，党和国家便以 “和谐社会”为目标，开启了社会建设的伟大尝

试。党的十八大和随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与十九届三中全会，都将包括 “社会文明”

在内的 “五大文明”建设作为 “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加以推进，并强调 “社会治

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应着力建设社会治理体系。⑥

如果将 “社会文明”建设划分为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与 “加强和创新

社会治理”两大领域，那么在第一个领域，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及社会工作等内容，

原本就是社会学及社会工作专业的常规主题，多数学人都意识到 “对社会只有批判

没有贡献是不行的”，社会学研究 “可以帮助增进社会的福祉” （林南，８２）。近年

来，社会学人的研究不仅述及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社会政策的实践与经验，探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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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３年

第１期；刘林平、雍昕、舒玢玢：《劳动权益的地区差异———基于对珠三角和长三角地

区外来工的问卷调查》，《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参见邱泽奇、乔天宇：《电商技术变革与农户共同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１年第

１０期。
参见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８年；周怡：
《中国第一村：华西村转型经济中的后集体主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参见蔡禾：《企业职工的权威意识及其对管理行为的影响———不同所有制之间的比较》，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参见陈映芳：《城市开发的正当性危机与合理性空间》，《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参见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２８页。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回应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

裕道路的要求，①而且就流动人口、市场经济与不平等、弱势群体、村民自治、城乡

贫困与共同富裕等主题做了一系列具有实践意义的研究。②而就第二个领域而言，１０
多年前就有人认真梳理了改革开放后的３０年中国家治理方式从总体支配向技术治理

的转变，很快也 有 人 提 出 能 否 从 中 国 历 史 过 程 中，寻 找 认 识 和 解 读 国 家 治 理 的 线

索。③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社会治理的研究讨论愈发繁盛，从基层网格化管理、社

区治理、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到草原生态治理应有尽有，④几乎覆盖社会生活的所有

领域。在一系列经验研究勃发的同时，人们自然会想到，在急剧的社会变迁背景下，

中国呈现出了高度稳定的社会秩序，其背后起作用的社会治理模式、机制及全新格

局可以 “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⑤

最后，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并未忽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现代性塑造，亦

因费孝通对 “心态”研究的提倡而扩大了本身的研究疆域。

有鉴于一直以来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就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体两面，而自孙中山

起到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的 “心理建设”就一直与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共同构成

了完整的国家建设之蓝图，因此在重建之中社会心理学自然也会受到重视。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当沙莲 香 论 及 社 会 心 理 学 的 总 体 框 架 时，⑥正 逢 英 格 尔 斯 在 中 国 “走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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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见 关 信 平：《中 国 共 产 党 百 年 社 会 政 策 的 实 践 与 经 验》，《中 国 社 会 科 学》２０２２年

第２期。
该领域的理论与经验研究较多，如陈光金：《市场抑或非市场：中国收入不平等成因实

证分析》，《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６期；王思斌：《我国社会政策的 “自性”特征与发

展》，《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４期；彭华民：《福利三角：一个社会政策分析的范式》，
《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４期；冯仕政：《国家政权建设与新中国信访制度的形成及演

变》，《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４期；胡荣：《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社会

学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５期；张文宏、阮丹青：《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社会学研究》

１９９９年第３期；邓燕华、王颖异、刘伟：《扶贫新机制：驻村帮扶工作队的组织、运作

与功能》，《社会学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６期；王春光：《迈向共同富裕———农业农村现代化

实践行动和路径的社会学思考》，《社会学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２期；等等。
参见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３０年改革经验的

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６期；周雪光：《寻找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线

索》，《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参见田毅鹏：《网格化管理的形态转换与基层治理升级》，《学术月刊》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张翼：《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视 野 下 的 社 区 转 型 与 社 区 治 理 效 能 改 进》， 《社 会 学 研 究》

２０２０年第６期；杨典：《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

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１期；包智明、石腾飞：《牧区城镇化与草原生态治理》，《中国社

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李友梅：《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经验逻辑》，《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１１期。
参见沙莲香：《论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和总体框架》，《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６年第５期。



（彭华民，５３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初期人们对中国人的现代化之追求。自那

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系列与群体凝聚力、人际关系、公平感、幸福感与

满意度、社会信任、国家认同、污名化与社会排斥、代际关系与文化反哺等议题有

关的研究也铺陈开来。① ９０年代初，杨国枢等港台地区学人与大陆合作举办的多期

社会心理学讲习班 （杨中芳，９９；叶启政，１３６），不仅引发了学界对中国人传统心

理的观照，还带动了有关中国化的最初讨论。②

在研究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领域，费孝通领先跨出了最有意义的一步。１９９２年，

耄耋之年的费孝通提出，在人文生态层次之外，还要研究心态层次的问题，因为我

们 “必须建立的新秩序不仅需要一个能保证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公正的生态格局，

而且还需要一个所有人均能遂生乐业、发扬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③这一主张提出

后，不仅直接带动了社会心态领域的多项研究，④ 而且进一步生发成费孝通本人拓

展社会学研究传 统 界 限 的 主 张，即 能 否 将 外 在 的 社 会 关 系 研 究 推 入 中 国 人 擅 长 的

“意会”与 “心”的内蕴层面，“在面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变局的时代，能够 ‘心有灵

犀’，充分 ‘领悟’这个时代的 ‘言外之意’”。⑤ 随后我们看到，这种拓展也进一

步促成了建构中国社会学主体性的共识，或者说由客观的社会转型实践和主观的文

化自觉意识，共同孕育了在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中日渐清晰的摆脱理论依附、建构主

体性的学术心态。

四、社会转型与文化自觉：话语体系的主体性建构

从历史来看，作为与人们的生活世界有着直接关联的社会学，自诞生起到随后的

每一步发展，无一不是对现实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做出的独特回应。如果从知识社会学

的角度说，这一学科的知识体系及主要形态确实都 “体现了对社会状况的依赖”。⑥在

·０５１·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２年第１２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如李路路、王鹏：《转型中国的社会态度变迁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８
年第３期；周晓虹：《文化反哺与器物文明的代际传承》，《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６
期；等等。
参见翟学伟：《个人地位：一个概念及其分析框架———中国日常社会的真实建构》，《中

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９年第４期；杨中芳：《现代化、全球化是与本土化对立的吗？———试

论现代化研究的本土化》，《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费孝通文集》第１２卷，第３１５页。
参见杨宜音： 《个 体 与 宏 观 社 会 的 心 理 关 系：社 会 心 态 概 念 的 界 定》， 《社 会 学 研 究》

２００６年第４期；王俊秀：《社会心态：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１期。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Ｍｅｒｔｏｎ，“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ｓｉｓ，ｖｏｌ．２７，ｎｏ．３，１９３７，ｐｐ．
４９３－５０３．



孔德的时代，这一学科就直面法国大革命后社会秩序的崩塌问题；而其后则陷于因

工业化的推进和传统的断裂而带来的整个西方文明的危机。正是因为对变迁与危机

的境况 做 出 了 出 色 而 贴 切 的 回 应，社 会 学 在 欧 美 社 会 才 赢 得 了 广 泛 的 阅 听 人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ｓ）并成功地植根于自己的土壤。而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包括费孝通在内的

社会学人所遇到的惊心动魄的中国问题，则是因外国资本主义的进入而导致的农村

的凋敝和 “人民的饥饿问题”，① 这影响到费孝通将 “志在富民”作为投身这一学科

的内在动力。在费孝通的影响下，１９７９年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也一直面对实现现代

化 （包智明，１７１；马 戎，５１１）这 一 “最 实 际 的 呼 声”，并 视 其 为 行 之 有 效 的 “富

民”良策。在此背景下，“知青”社会学人因特殊的个人经历而获得的对现实的体

悟，以及因学科背景而加深的对社会转型的理解，共同增进了他们对中国现代化的

向往，并接续起前两代社会学人的中国化议题，沿改革开放的两翼推进，开启了对

建构话语体系主体性的关注。

１．社会学中国化与建立学术主体性的吁求

对中国社会学人来说，知识生产或话语体系的建构有两大任务：其一，直面中

国问题，使 “舶来”的知识能够 “洋为中用”，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二，

同样重要甚至更为艰巨的是，如何根据中国的传统与现实改造这门学科，使其反映

中华民族的文明历程，具备我们民族的精神特质再或体现我们的学术主体性。这两

大任务其实就是实现社会学本土化或中国化所面临的实践和理论的两大向度。如果

说，在改革开放之初，当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面对林林总总的现实问题时，实践的

向度或 “为中国所用”会被置于优先位置，那么历经几十年朝向现代化的快速变迁，

关注的重点自然也会转向理论或学术的向度，考虑如何 “赋予社会学以特殊的中国

的性格”，或如何确立中国学术的主体性。

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起，围绕上述议题，几代社会学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关注过学

术的主体性问题。在第一代社会学人那里，源自西方的这个学科及其分析框架，“拿

到中国来究竟是否适用？如果不适用，如何改造？”（邱泽奇，５８９）是一个共同的议

题。尽管从一个文明古国最终如何实现现代转型的意义上说，在积贫积弱、风雨飘

摇的旧中国，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那场中国化运动连带对学术主体性的追求尚力所不

逮，但第一代社会学人确实力求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实现社会学知识的生产，“费孝通

的中国社会学理论就是一次摆脱西方模式的尝试”。②对于以港台地区为主的第二代

学人来说，因为过多地受到美国及西方的学术影响甚至现实钳制，他们急于 “用本

土的一些东西去验证 （西方）已有的规律和结论”（林南，８１）；不过，因孤悬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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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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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而产生的民族认同焦虑，也促成了他们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对社会科学的 “移

植”倾向予以主动的反思。①最后，在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中，一方面，作为接续传统

和导入新知的 “业师”，上述两代学人对主体性的吁求自然会影响到作为他们学生的

“知青”社会学人；另一方面，４０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以及学科本身的进步，却

不仅使后者意识到不能仅限于 “用中国实证研究的结论再为人家做一个 ‘注脚’”
（张文宏，９２８），而且中国传统及现代化的特色也使 “西方的理论框架难以充分解释

中国社会”（李强，３８４），他们因此内生性地意识到最为重要也最富挑战性的是，如

何通过本土资料发现新的东西，并反过来丰富 “世界性的社会学”？

有鉴于今日中国已凭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浪潮之中，十分自然的是，第三代学

人不会简单满足于 “为我所用”或 “与世界接轨”（邱泽奇，５８９），而希望致力于将

中国的 “特殊性”上升为具有普遍性的一般理论 （周敏，１１０１），“使得域外也 （才）

可能读懂中国”（张静，８５９）。他们设想，应该从中国经验中去寻找和西方理论所不

同的前提条件，然后发展出新的理论框架，“使它既能够涵盖中国的经验，也能够涵

盖西方的经验”（刘世定，４９７）。这样的表述虽然不一定都必须倚重本土化或中国化

的概念，但确实彰显了建构中国学术主体性的强烈愿望。

２．社会转型：造就学术主体性的客观基础

熟悉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历史的人都知道，包括马克思的理论在内，这些学科

最初的知识体系都与１８—１９世纪欧洲历史上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变革休戚相关，而变

革的路径及其动因分析，就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全部知识遗产。正是因为在时代变迁与

学术创见之间存在鲜明的对应关系，当代中国的这场关涉１４亿人的世间罕见的迈向

现代化的伟大转型，才会被人们寄予产生理论的厚望。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７日，在哲学社

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

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

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②事实也是

如此，这场伟大的变革与实践，不仅如前所述围绕改革开放之两翼缔造了社会学的

学术话语体系，而且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主体性建构

提供了坚实的客观基础。

具体说来，中国社会的转型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及主体

性的建构具有两方面的意义：（１）虽然这场大变迁有其自身独特的背景和运作逻辑，

但与人类社会近代以来的种种大变迁一样，依旧是一种朝向现代性的运动，因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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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杨中芳在口述史访谈中提到，杨国枢投身中国化运动并在日后成为领军人物，就源自

无法回答美国同行的询问：“中国的心理学有什么特点？”（杨中芳，８７）；叶启政也说：
“我教的一直就是西方人的既成东西，这让我当然感觉遗憾”（叶启政，１３４）。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７日）》，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９日，第２版。



样具有某种表征其正当性的普遍性；（２）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又有自己

的独特性，它并不是西方世界或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过的转型实践的一

种单纯变式或简单重演。正是基于这场伟大转型具有普遍和特殊的双重属性，在此

基础上形成的话语体系才有可能在彰显自己主体性的同时，兼具与包括西方话语体

系在内的其他文明对话的主体间性。

具体到 “知青”社会学人，正是因为他们经历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变迁全程，同

时又受到相对严格的专业训练，①同一般人甚至前两代社会学家相比，他们对这场转

型的意义可能更为敏感。在这方面，几位多年在美国任教却一直参与中国社会学重

建的学人感悟很深：面对中国社会的变革，他们或意识到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不能

放过这样的机会”（谢宇，１０３３）；或直言 “我读社会学首先想为中国社会学做些事

情”（赵鼎新，１０６０）。由此，他们也深信，“一个伟大的时代一定会有伟大的思想。

但反过来讲，如果没有伟大的思想的话，还能有伟大的时代吗？” （周雪光，１１３１）

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想到，这些对社会转型和理论创见之间的互构关系有如此深刻

领悟的社会学人，４０多年前曾是农民、工人和士兵时，就不由得会想起埃尔德的名

言：“当我们对自己变成什么样的人感到惊诧时，就能看到变革时代留在我们生命中

的烙印构成了一个绵延不绝的魅力之源”。②

３．文化自觉：促成学术主体性的主观意识

如果说改革开放为我们寻求社会学学科及话语体系的主体性奠定了坚实的客观

基础，那么要真正实现这一建构，不能缺场的还有社会学人主观上的意识自觉。学

术的主体意识，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学者或学术共同体，对自己在学术实践中的自我

主导和能动地位的认知，对自己与不同文化语境中的研究者相互交流与借鉴关系的

认知，对自己的学术活动负有通过本民族的转型实践为人类知识的积累与精进作出

贡献的认知。当然，在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中，这一主体意识并非是天生的，而是随

着现代化大业的步步推进而渐成的。明确代表这种主体意识的最恰当概念，当属费

孝通在年轻时代便已朦胧体察但直到晚年才明确提出，并因 “知青”学人的共鸣而

流行开来的 “文化自觉”。这位几乎完整经历２０世纪变迁全程的老人，在人生暮年

强调获取这种 “自 知 之 明”的 目 的，是 为 了 加 强 “文 化 转 型 的 自 主 能 力”和 取 得

“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③反映到社会学的学术实践中，可以表述为，如何将我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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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专业训练也来自他们老师对变迁意义的感同身受：不仅费孝通等第一代学人很早

就关注到 “传统文化在现代西方影响下的变迁” （参见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

的生活》，“序”，第１页），积极参与中国社 会 学 重 建 的 第 二 代 学 人 林 南 也 明 确 强 调：
“社会学家要思考如何将宏观的社会变化融入自己的理论或者发现里面”（林南，８３）。

Ｇｌｅｎ　Ｈ．Ｅｌｄｅ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Ｌｉｆ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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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文集》第１４卷，北京：群言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９６—１９７页。



族在整个现代化的进程中经历的社会转型和文明选择，用能够使世界理解并予以共

情的方式自主地表述出来。①

如果说，作为一种话语体系的学术主体性的诉求过程，文化自觉就是个人或群

体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本民族及其文化的 “反身诉求”或 “反躬自省”，那么要在中

国社会学的重建过程中达成这一目的，显然不能缺少社会科学的训练。求助于这种

训练，不单在使研究者能够熟练掌握分析社会的概念体系和研究方法，而且在促成

一个立足本土的学人能够通过对西方文化视角或 “他人之眼”的把握，从自己生存

其间的文化中抽身，将自己的文化多少置于客体的位置上 “反观自照”。我们曾以费

孝通的一生说明，这种训练对文化自觉意识的养成不无裨益。比如，李亦园就 说，
“‘差序格局’的想法，是 （单）从旧学出来的学者很难提出来的”，这一中国理论的

提出不能缺少对 “国外经历和西学训练”的借鉴。②

除了接受学术训练外，文化自觉的养成还需要对自我、他人 （他者）及自我与

他人的关系问题进行系统性反思。具体说来：首先，它取决于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存

在，以及人们对差异合理性的承认。显然，我们能够意识到他人的独特之处，并给

予合理性的认可，不仅不会泯灭我们对自身特征的兴趣，有时反倒会升华为对本土

文化的理解 （翟学伟，８３２），因为接触异文化会提供 “不同的参考框架”（周雪光，

１１２９）。其次，它取决于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辩证理解。比如，费孝通用 “我看人看

我”表达过和库利的 “镜中我”相似的观念，说明他人是自我之镜；而对于全球化

时代的不同文明间的共处，他更是提出了以 “美美与共”为核心的１６字箴言。③如

果说 “知青”社会学家文化自觉意识的养成，与费孝通的启迪不无关联，那么它也

与改革开放缔造的中国人 “放眼看世界”的机会有关，同样还有赖于中国社会在这

４０余年里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变化及日渐彰显的独特性。

余论：变革时代的知识建构与话语叙事

我们以社会学的重建为例，讨论了 “知青”一代社会学人如何投身改革开放这场

意义深远的伟大变革，依赖他们早年的底层经验和后来的学术训练，以实现现代化为

叙事主轴，建构了中国社会学的话语体系；进一步，凭借社会转型的客观基础和文化

自觉的主观意识，尝试在上述知识的建构过程中彰显学术主体性。基于此，还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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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学术语境下，社会学界 进 一 步 提 出 了 “理 论 自 觉”和 “实 践 自 觉”的 概 念 （参

见郑杭生： 《促 进 中 国 社 会 学 的 “理 论 自 觉”———我 们 需 要 什 么 样 的 中 国 社 会 学？》，
《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５期；洪大用：《实践自觉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１年第１２期）。
参见 《费孝通文集》第１４卷，第３８５页。
参见 《费孝通文集》第１４卷，第１９６页。



问题值得讨论：其一，如何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以知青为主体的社会学人在变

革时代的集体经历对他们知识生产过程的影响？进一步，他们在转型时代形成的集体

心态又在何种程度上参与了社会学话语体系主体性的建构？其二，从共时态的人类文

明扩展或传播的角度，既然因改革开放而生的中国社会学的话语体系是当代中国社会

转型实践的产物，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提高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或者说，如何使

中国这场大变革的特殊场景，成为人类文明史普遍叙事中不可或缺的常规内容？

解释第一个问题，有必要回到 “知青”社会学人的生命历程之中。显然，上述

围绕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现代化为主轴建构起来的话语体系，首先有赖于学术共同

体具备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底层社会的理解，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通晓 “国情”；其

次，这一学术共同体掌握了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并且对源自西方世界的这套话

语体系从何而来、有何特点，与中国的传统与现实有何种契合、又有何种违和了然

于胸；最后，这一学术共同体在其生命历程尤其是学术实践中完整地经历甚至参与

了自己民族的伟大转型。如果用这些标准来讨论过往的社会学史，我们能够发现孙

本文、吴文藻和费孝通等中国社会学先贤，与涂尔干、韦伯和帕森斯等西方社会学

大师之间的距离，并非在他们个人的智力水平和社会情怀，而在于在他们学术的盛

年时属于中国人的变革还没有到来。借用兹纳涅茨基的话说，对作为现代性产儿的

社会学来说，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还没有为费孝通们提供丰富的 “揭示人类经

验与思维的基本形式的社会根源”。① 作为个体，费孝通堪称 “智者”，但因为变革

的迟滞和时代的 “错误”，限制了他以及他那一代社会学家达到他们本该达到的更伟

岸的高度。与费孝通等第一代学人和金耀基等境外第二代学人相比，尽管早年的经

历造成了 “知青”学人的某种先天不足 （比如，他们对自己民族的历史与传统的了

解就比不上自己的前辈），但置身于社会转型的大潮之中，却为他们思考变迁或转型

的意义，以及洞悉我们民族的未来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良机。

因此，如果要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变革对塑造 “知青”社会学人的学

术主体意识的意义，就有必要像米尔斯所说，将集体心态的讨论带入知识社会学之

中。②这种 “带入”的路径有两条：其一，思考他们因独特的个人生涯而产生的对改

革开放的意义感的珍视，尤为重要的是他们作为群体甚至命运共同体而共有这段生

涯，而 “构成天才洞见基础的正是一个群体的集体历史经验”，③在某种程度上这是

他们可能借此比肩自己前辈甚至强于他们后辈的历史馈赠。在这里，所谓独特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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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弗洛里安·兹纳 涅 茨 基： 《知 识 人 的 社 会 角 色》，郏 斌 祥 译，南 京：译 林 出 版 社，

２０００年，第１—２页。
参见Ｃ．Ｗｒｉｇｈｔ　Ｍｉｌｌｓ，“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４６，ｎｏ．３，１９４０，ｐｐ．３１６－３３０．
Ｋａｒｌ　Ｍａｎｎｈｅｉｍ，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Ｕｔｏｐｉａ，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ａｒｃｏｕｒｔ，Ｂｒａｃｅ　＆ Ｗｏｒｌｄ，Ｉｎｃ．，１９３６，ｐ．２６９．



人生涯，不仅包括了改革开放前 “知青”社会学人因务农或做工、当兵而获得的底

层生活体验，更包括了在改革开放中他们完整经历并投身其间的社会转型的全部历

史。考虑到这４０年构成了他们生命全程中最富有活力的主干，他们以亲历者的身份

体验到了中国现代化的动因、进程及特点，也因此更可能领悟中国文明未来的大体

走向。如果说同早期的第一代学人比，他们有恰逢其时的时代之利，那么同境外的

第二代学人比，他们则拥置身其间的空间之便。其二，如果 “思想者和他选定的阅

听人之间的内部对话模式能够形成一种心态结构……思想就能够得到逻辑验证”①的

话，正如本文所述，作为思想者的 “知青”学人因和他们早年就熟知的普通民众间

的隔膜最小，这使他们能够 “不把他的观察限制于自我对材料的直接感知，而是重

构他正在密 切 研 究 的 那 些 人 的 经 验”。②这 种 重 构，不 但 使 其 较 易 站 在 研 究 的 主 位

（ｅｍｉｃ）立场，以内部人的视角进入被研究者的世界，也使他们能够将民众从 “研究

的客体”自然翻转为 “行动的主体”，并由此丰富文化自觉意识。③

围绕第二个问题，近来社会学界已有诸多讨论。有人提出，可以从话语建构论

的立场出发，发展出一种包括 “中国知识”在内的 “话语多元主义”；也有人提出尝

试通过定量研究的 “宏观转向”，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话语体系；还有人提出，可

以从中国案例中提出新的一般性原理，建立起中外学术的比较性关联，并 “经受其

他经验的挑战和检验”。④根据中美两国的执教经验，边燕杰则提出，应该在 “议题

设置”上下力气，因为说到底 “议题设置的权力就是话语权”（边燕杰，１０１４）。

通过引导 “议题设置”体现话语权确实是一条简洁的学术路径，但议题设置应

有时空边界及合适的切入性事件。具体说来，如果将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视为当

下社会学话语体系建构的主要资源的话，那么它的时空边界则应是最近４０多年来的

中国社会，而最为合适的切入性事件就是围绕改革开放发生的一系列涉及经济改革

和社会变迁的伟大变革。再进一步，如果要 “建立中外学术的比较性关联”，这些变

革最适合在域外讨论并能产生国际影响力的，是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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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 见 Ｄｅｒｅｋ　Ｌ．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ｎｎｈｅｉｍ，Ｍｉｌｌｓ，ａｎｄ　Ｍｅｒｔｏｎ，”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１，ｎｏ．１，

１９７４，ｐｐ．５９－８８．
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第４页。
尽管费孝通一生着力成为 “中国农民的代言人”，但作为士绅阶级的子弟，到了晚年他

还是承认甚至 江 村 的 农 民 也 并 不 真 的 认 为 他 是 “自 家 人”，因 为 “我 的 本 质 还 不 是 农

民，而是大文化里面的知识分子”（参见 《费孝通文集》第１４卷，第３８４页），许烺光

当年在研究大理白族文化时也有一样的感触。相比之下，“知青”社会学家，恐怕更接

近现实的社会生活或他们的人民，因为他们曾经就是其中的一员。
参见谢立中：《从地缘多元主义走向话语多元主义》，《社会学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１期；陈

云松：《当代社会学定量研究的 宏 观 转 向》， 《中 国 社 会 科 学》２０２２年 第３期；张 静：
《从特殊中发现一般———反思中国经验的阐述问题》，《学术月刊》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但在中国却以部分或大体独特的模式发生的事件。比如，中国工业发展的 “五马并

进”①方式，以及在工业化过程中同样独具特色的 农 民 工 群 体 和 城 市 化 进 程；再 比

如，在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旗帜下既受到推动又有所限制的阶层分化过程；② 还比

如，前述由于突然间的开放带来的代际关系颠覆及 “文化反哺”现象。

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还直接与这样两个话题相关：其一，涉及社会学研究人

才队伍的建设。显然，话语体系的不断提升与扩展，与从事话语建构的人数多 寡、

素质高低、时间长短休戚相关。其二，涉及不同代际间社会学人的学术传承。中国

社会学重建已逾４０年，当年挂帅的费孝通等第一代学人已经逝去，主要来自境外加

盟 “助力”的第二代学人也 步 入 耄 耋 之 年，即 使 是 重 建 后 的 第 三 代 “知 青”学 人，

整体上也已年过花甲，尽管今天社会学不会再人为取缔，但中国社会学的知识更新

和学术主体性的 建 构 依 旧 面 临 艰 巨 的 挑 战。就 现 在 正 在 逐 步 退 出 知 识 生 产 场 域 的

“知青”学人来说，尽管有上述种种天时地利，但与前两代学人相比，因少时所受教

育先天不足而对中国传统的相对陌生、大学时代的训练不甚正规，以及因改革开放

的快速推进而产生的对经验事实的过度关注和对理论建构的相对轻视，③都造成了他

们的思维与研究局限。而新近成长起来的更年轻的一代，虽然受过更好的训练，许

多人还受业于海外名校，但单就成就 “知青”学人的底层体验及由此派生的对中国

社会的了解而言，在他们那里却可能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弱项。一方面，他们 “对基

层生活的敏感度不够”（胡荣，２７１）；另一方面，独生子女的成长经历使之可能缺乏

共情能力，“不能从他人的角度去看问题”（谢宇，１０３４）。这一切都使得在社会学人

共同体内部，代际间的交流与叙事同样变得空前紧迫与必要。

上述紧迫与必要，并非限于应对社会学共同体内在的代际继替张力，而更在于

如何通过对这种张力的缓释，或 者 说 通 过 对 “知 青”一 代 的 底 层 体 验 和 “后 知 青”

一辈的专业素质的互构共享，造就中国社会学的代际绵延能力。如果说中国社会学

在过往４０余年中依据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所建构的话语叙事还比较粗糙，学术传播

的能力也有待增强，尤其是尚未能使中国学术的主体性获得充分彰显，那么，未来

我们既需要使之在传播过程中实现精细化，更需要其在代际传承中发扬光大。

〔责任编辑：李凌静　刘翔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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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我们用 “五马并进”比喻在１９７８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的五种资金来源及经营

方式：国营 （有）企业、外资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个体企业。
参见李春玲：《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７０年》，《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参见项飙：《中国社会科学 “知青时代”的终结》，《文化纵横》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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